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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合理性基础

中西之别及其成因     

李 平*

摘 要 “少数服从多数”广泛运用于立法、司法以及政治决策和日常生活中,其合理性看

似“当然”,实则非也。该机制可溯源至古希腊,脱生于依赖神意的抽签与决斗,至古希腊晚期

与人本化相伴生,是为人神之争过程中人之胜出的表征。殆至启蒙—大革命时代更是彻底摆

脱神意,将合理性建立在“公意”之上。但其背后实为力能主义左右,故理性主义路径的合理性

解释始终难以圆融,只得转而以效用反证其正当。中国传统文化不曾孕育出此机制,而始终认

“独断”为常态,并辅之以参考“众意”和“众议”。这一则与中国古代强调“理一分殊”和圣王贤

者较民更为明理有关;二则意在强化决策者与决策责任之间的关联。这较之西方民主理论更

适合证成“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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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服从多数“当然”合理吗?

少数服从多数被视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中“表决机制的原则”;〔1〕同时也为《宪法》和《选举

法》《立法法》等法律所采用,〔2〕成为关乎我国民主与法治运行的重要机制。并且还行用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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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
张维真、颜华东:“表决机制的逻辑分析”,《甘肃理论学刊》1991年第2期,第51页。
参见《宪法》第60条、第61条、第64条,《选举法》第九章,《立法法》第22条、第40条、第46条等。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法审判中,特别是合议庭正在试点的人民陪审员制度。〔3〕而日常生活中运用少数服从多数

来解决争议,达成共识,作出决议,无不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现代人的观念中,通过少数服

从多数解决争议是一种再合理、合法不过的决策方式。是故少数服从多数颇有“百姓日用而不

知”(《周易·系辞上》)的味道。
反是而观之,一种观念或现象越是常识化且为人们习用,便越是具有反思的价值;然而这

种反思及其必要性又不免越少为人所自觉。恰是因为上至公权力机关,下到一般性组织体的

选举、表决,以及司法审判中无不以之为获致最终结果合理且合法的机制,我们更有必要追问:
为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就“合理”呢? 这种合理性是先天的、当然的,抑或是为其他原因所赋予

的? 理论层面的论证显然不能以其为“常识”,或以人们普遍接受作为理据。而绝大部分相关

的理论论证都系到“民主”:〔4〕因为民主合理正当,因此作为民主内涵之一的少数服从多数也

随之具有正当性、合理性。〔5〕可是如若再加追问:为何民主就合理呢? 一般性的讨论应该到

此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但凡粗通政治、法律理论者都明白,民主正当性、合理性的问题太过复

杂,绝非片言只语可得尽表。不过上述思路中至少有两点可为我们怀疑少数服从多数并非当

然合理提供支撑:其一,“民主”是历史性、社会性“选择”的结果,它本身并不“当然”。人类文明

历程中,只有极少数族群在极为有限的时段内实施民主制;也只有极其特定时段和语境下,民
主才为思想家所褒扬。其二,少数服从多数并非专属于民主制。例外有如贵族制的古代斯巴

达宪政体制和中世纪欧洲教廷与世俗封建政权同样在使用这个机制。按此,民主非但不能作

为少数服从多数合理性的基础,相反,它自身有赖于这个机制方得运转。于是我们需要把眼光

转向民主之外的地方去寻找答案。
更有甚者,倘若不拘泥于由西方文化主导和塑型而成的现代社会,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当

然合理”的印象旋即便会瓦解。从表面上看,古往今来东西方学者对少数服从多数机制的合理

性几乎从未进行过实质性和有深度的反思,更遑论批判,这似乎是个共相。但是背后却隐含着

截然相反的成因。西方学者大凡不以少数服从多数机制的合理性为问题;而中国数千年来的

传统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从未施用此机制,思想界自然也无从、无意去讨论之,更不必说认同

与反思。有鉴于此,追问似乎可以转变为:为什么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从未认同、采信少数服

从多数,而溯源至古希腊的现代西方文化则以之为“当然”? 或者说中国的阙如与西方之奉行,
如此这般的反差缘何而成? 两相悖反的现象背后的机理、道理又安在? 两大传统截然不同的

选择又是否存在高下之分?
接下来文章将对“西方所以固守”与“中国所以阙如”分别做一考察,通过历史考察和义理

阐释,试对上述问题加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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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服从多数在合议制中运用的理论阐释,参见张雪纯:《合议制裁判研究———基于决策理论

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
当然,当代中国学界也不乏通过其他视角、方法来论证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合理性者,特别是将之作

为“群体决策”方法来研究。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只在效用层面或方法层面讨论,并没有真正触及少数服从多

数机制本身,或其成立基础的合理性。具有代表性者如高鸿桢:“关于‘多数决法则’的再思考”,《厦门大学学

报(社哲版)》1989年第3期,第39-45页。
类似的论述,参见张维真等,见前注〔1〕,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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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神与力能:少数服从多数的西方源流

(一)从卢梭的反思谈开

西方学者中,只有极少数人明确意识到了少数服从多数并非“当然”合理、正当,其中最为

魁首者当推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他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
假如根本就没有事先的约定的话,除非选举真是全体一致的,不然,少数人服从多数

       
人的抉择这一义务又从何而来呢
              

? 同意某一个主人的一百个人,又何以有权为根本不同

意这个主人的另外十个人进行投票呢? 〔6〕

很明显,“义务从何而来”与“何以有权”两问直接触及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正当性问

题。不过他并未因此而作批判或质疑,反而旋即解释道:“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

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7〕是可知,卢梭极为敏锐

地洞察到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非但不具有先天当然的合理性,相反似乎还“有问题”,而
且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所建构的政治社会理论最根本的正当性基础。但在他更深

层的观念中早已预置了少数服从多数“本应”正当的判断,于是卢梭很自然地选择了去

“证成”而非质疑和批判。他试图在逻辑上、理论上为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提供合理性解

释,方案是“想象”一个先于其他所有决议的最初的全体一致同意。但是用这个假定出的

原初一致同意作为逻辑起点和正当性基础,既十分脆弱,也变相地表明着少数服从多数

机制没有足以自明的正当性,或者缺乏自证的可能,所以须得依赖于那个虚幻的“曾经”
一致同意方能正当、合理。如此一来卢梭就把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本身的正当性问题置换

为并不存在的一致同意的正当性问题。或许这在他看来是最理想化的论证,但不免事实

上悬置,甚至否定了这个机制自身的正当与合理。因为事实并不印证卢梭的逻辑推演,
就连被现代西方世界视为典范的雅典政制,特别是民主的雅典公民大会依照多数人公意

作出的决断时常出错,甚至会违背公平、正义等等基本价值,产生“恶法”和暴政。〔8〕更

典型且常见的反例是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陪审制,经验表明“陪审团制度中仍然充满着

非理性。虽然 现 在 陪 审 员 必 须 基 于 证 据 裁 判 案 件,但 是 他 们 的 裁 决 和 以 前 一 样 非 理

性。”〔9〕或许恰是熟谙这些不可回避的“劣迹”,卢梭没有也不愿意赋予少数服从多数本

身以自明的正当性。
这种“不自觉”的否定,表征于卢梭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即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与以平等、

自由、合意为内质的“公意”内质不相契合。于是《社会契约论》第4卷第2章第8节中论及:
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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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22页。
同上注,第22页。
下节中还会详细论及相关情况。
(英)萨达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从苏格拉底到辛普森》,杨雄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版,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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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
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假如我的个别意见居然胜过了公意,那末我就是

做了另一桩并非我原来所想要做的事;而在这时候,我就不是自由的了。〔10〕

施密特(CarlSchmitt)将卢梭的这段推论解释为:“公民的同意本来就没有具体内容,只是

对从公意中产生的结果表示抽象的同意,公民参与投票,只为了能够让人计算投票以了解这种

公意。”〔11〕为了从理论上使所有人都“自由”的前提在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中一以贯之,就不得

不让投票和多数人优势的形式而非内容成为“公意”。这样一来“形式”正当性取代了“内容”正
当性。但是这个勉为其难的论证恰好把自由与公意之间的矛盾以及理论解释上的困境直接彰

显了出来:少数服从多数所产生的结果(即内容)是否正当无从保证,但由于其形式正当而又必

须被服从。事实上之后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现代自由主义学者都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并尝

试提供弥合的方案。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努力都建立在类似的前提之上:自由与公意,或者说公

民个人的意志自由与基于少数服从多数机制获得的公意二者理应相契,而非相悖。也就是说,
人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有意回避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正当性难以自证的难题。形式正

当性之论,表明卢梭的表述有意无意间让少数服从多数成为了民主“之下”的范畴,〔12〕或者说

把它“民主化”了。相比之前的论证,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当然,卢梭并不是这个趋势的

肇端者,但他至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至此以后,少数服从多数有可能存在的合

理性困境被吸纳到了民主之合理性的话题中。所以总的来说,卢梭提供的所有理论解释方案,
共性在于都绕开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本身的正当性,转而试图通过寻求一个外部支撑来为之

解决问题。
此外,卢梭的解释中还有一层意思同样值得注意: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机制俨

然成了一场关乎是非的宣判。经过宣判,持不同或相反意见的少数只能接受这个与自己

意愿相左的判决。而事实上很难期许卢梭用来粉饰公意的反思会必然发生在少数派那

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角色更类似于输掉打赌或决斗的那一方,不得已而只能服从

那个不情愿接受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投票与经由类

似机制作出合意的司法裁判具有共性,而这个共性恰是少数服从多数机制运用于稽疑、
裁判、决策(意志表达)三类事务中的原因,尽管施用的时代不尽相同,功能侧重也有所差

异。二是基于这种机制获得需被认同的结果(裁决),并及结束之后的遵行过程中,始终

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对抗和压服的紧张关系。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并没有,不能够,同
时也并不意在真正解决(或曰疏解)各派之间的紧张和对峙。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形式上

看似正当的愿赌服输的平台,并且为事后迫使作为输家的少数派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提供

了合法性前提。而几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足以迫使少数派服从的并不是这个机制

本身,而是机制背后的权力。于是,“多数的暴政”问题就出现了。然而绝大部分学者并

没有加意追问造成这个暴政的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是否合理,而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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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见前注〔6〕,第140页。
(德)卡尔·施密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我现在还不敢断定卢梭此举是有意而为之,还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耦合需要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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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滥用权力和应对策略上,将这个机制与“每一项法律或公共政策,无论执行者是民

主形成的多数派、少数寡头或者是仁慈的独裁者,注定要对一部分人造成损害”〔13〕一样

都看作理所当然且无法回避的前提。是可知,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并不是为解决矛盾而

设,它无助于舒缓歧见所带来的紧张和对峙,也无助于获得全体参与者均真正能够理解

和认同的“公意”,而只能达成一个形式上“单一”且必须遵守的决断。
为什么卢梭业已明确意识到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的正当性并非当然,甚至存在问题,但无

从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又为什么他无意怀疑,甚至否弃这种正当性存疑的机制而另立高

明,反而几经曲折强为之解? 不得不说,这种发自本心的认同,较之理智层面的疑虑更为强势

地主导了卢梭的思考。相比较于卢梭,更多的西方学者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而目之为当然而认同、行用之。欲对这类普遍而强大的认同感有所理解,须得重新认识少数服

从多数机制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何以生发、演化。
(二)溯源:神人之争下的抽签、决斗、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初现于古希腊社会,不过它非但不理所当然地自始存在,反而充满了人

为“造作”的意味。它产生于漫长的人类自我觉醒和与神争斗的历程中,亦可视为此二者的表

征。〔14〕

追溯源头,人类文明初段的决策机制都有赖于神意,因为此时人受制且绝对听命于

神。〔15〕仅就古希腊而论,除了直接到神庙中去求问神谶之外,获致决策的最常见方式莫过于

抽签(即拈阄)。试看《伊利亚特》中海神波塞冬的一段话:
宙斯,我,还有三弟哀地斯,冥界的王者。宇宙一分为三,我们兄弟各得一份。当摇起

阄拈,我抽得灰蓝色的海洋,作为永久的家居;哀地斯抽得幽浑、黑暗的冥府,而宙斯得获

广阔的天穹、云朵和透亮的气空。(Hom.IL.15.)
这说明公元前9世纪甚至更早的希腊人观念中,抽签本是神的决断方式。因此它当然是

神圣、合理而正当的决策机制。尽管《荷马史诗》已经在宣示人神之争,不过这个时期占优势的

仍是诸神,这意味着人的行为需要藉由神圣性获得正当性。所以在史诗中,人类几乎所有的重

要决断都通过抽签这种源自于神又由神决定的方式进行。例如:
普里阿摩斯之子赫克托耳如卓越的俄底修斯已丈量出决斗的场地,抓起石阄,放入青

铜的盔盖,来回摇动,以便决定谁个先投,掷出青铜的枪矛。……人群中可以听到阿开亚

人或特洛伊人的诵告:“父亲宙斯,从伊达山上督视着我们的大神,光荣的典范,伟大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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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广泛存在于现代著述中的“原始氏族民主”既不合于历史,也曲解了那些依稀尚存的原住民的生活

方式和观念。毋宁说,这是一种基于特定的“需求”而被现代西方学者“想象”出来的状态。按照这个思路对少

数服从多数机制展开讨论者,可参见唐志君、覃小林:“多数决策原则在西方的缘起及内涵的嬗变”,《理论导

刊》2008年第1期,第41-42页。
人类早期诸文明,大体都经历了三大阶段,即神的阶段、人神交争阶段和人类主导阶段。史诗文

化,例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等,都是人神交争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也可称为

“英雄时代”。中国古代的情况较为特殊,由于经历了颛顼、周公、孔子等人的反复清整,神话和史诗已经在正

统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人化”改造的三皇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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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让那个———不管是谁———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人死在枪剑之下,滚入哀地斯的冥

府! 让我们大家共享誓约带来的友好和平和!”祷毕,……帕里斯的石阄蹦出盔面。
(Hom.IL.3.314-325)
从中不难看出,时人当然地认同抓阄结果代表了神(宙斯)的意旨,并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

性。这个观念在当时乃是共识,没有人违背,更没有人质疑,更遑论反思。再如:
所有这些勇士都愿拼战卓越的赫克托耳。其时,人群中再次响起了奈斯托耳的声音,

格瑞尼亚的车战者:“让我们拈阄择取,一个接着一个,看看谁有这个运气。此人将使胫甲

坚固的阿开亚人感到自豪,也将给自己带来荣誉,倘若他能生还回来,从可怕的冲杀和殊

死的拼搏。”言罢,每人都在自己的石阄上刻下记号,扔入阿特桑斯之子阿伽门农的头盔。
随后,他们举起双手,对神祈祷,有人会开口作诵,举目辽阔的天穹:“父亲宙斯,让埃阿斯

赢得阄拈,或让狄俄墨得斯,图丢斯之子,或让王者本人,藏金丰足的慕凯奈的君主。”他们

如此一番诵祷;奈斯托耳,格瑞尼亚的车战者,摇动头盔,一块阄石蹦跳出来,一块他们寄

望最切的纹阄,刻着埃阿斯的手迹。(Hom.IL.7.161-174)
在这段记载中,拈阄与祈祷共同构成了决策过程。或者可以理解为,拈阄是决策机制,与

之相伴的祈祷为了感通神意以赋予抽签神圣性。可见神意是整个决策机制的合理性基础,同
时也就是决策的结果。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种以神意为依托的机制合理性、神圣性自然不

容置疑。
若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所以需要决策乃是由于存在分歧和纷争,且无法凭借人力达成

理所当然的共识。决策过程和结果无论从功能上还是目的上,都指向取舍性的决断,而非旨在

消弭矛盾。因此决策只能由足以统御、决定人之命运的至上力量(神)作出,因为有所取舍便意

味着介入纷争的一方(或多方)要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求,且被迫遵守一个与自己本意相违背的

终局决定。
此外,根据崔丽娜的推断:“投票和选举起初可能是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出现的。根

据目前的史料,希腊最古老的解决争端的办法多半不是投票,而是决斗。”〔16〕如果仅就功

能和性质而论,抽签(拈阄)与决斗并无二致,所差者在于基于神力还是人力,更在于前者

因为神而合理,后者则仅仅系诸力能比拼。所以可说,角力与问神,主导了早期希腊的决

策机制。
存在于古希腊的另一种决策机制是通过国王、长老们仲裁来解决,《伊利亚特》中那段集会

仲裁的著名描述(Hom.IL.13.497-508)表明多人(长老们)共同参与裁决,这种仲裁便是后

来到了赫西俄德(Hesiod)时已经制度化的普通司法审判的前身。〔17〕可惜史诗中并没有记载

他们最终以何种方式作出了获得“合意”。〔18〕但是“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仲裁就已经在相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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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崔丽娜:《古典时期雅典的投票选举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多次谈到了当时诉讼成风。
法史学界对这段记载的翻译、理解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相关争论和主要见解参见(美)邦纳、(美)史

密斯:《从荷马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司法裁判》,刘会军、邱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4-42页。不

过似乎以往研究者对长老们采用何种方式获得判决并不太关注,也缺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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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正式化了”,〔19〕尽管这并不必需。〔20〕而不过至少到了德拉古(Draco)时,“执政官不是作

为一个整体来审理案件,而是由每一位执政官单独审理分配给他的案件。”〔21〕这说明少数服

从多数机制尚未完全成型,但已有了端绪。
除了司法审判外,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与投票选举大抵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也与希腊政治社

会进入“立法”(亦可谓“宪政”)时代步调一致。〔22〕与德拉古立法时代相近,公元前7世纪吕

库古(Lycurgus)为斯巴达立法的内容之一是设置元老院,普鲁塔克(Plutarchus)详细记录了

选举制度,其中就可见到少数服从多数机制的雏形。〔23〕

到了公元570年梭伦(Solon)立法以后,陪审法庭(HeliaeaofThesmothetea)和秘密投票

以作出判决的形式已然制度化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

高效力”。〔24〕而据崔丽娜的研究:“梭伦是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使投票和选举程序制度化的立

法家。他 制 定 的 选 官 方 法 通 常 被 称 为 意 为 抽 签 选 举,
意为候选人,即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选出候选人,然后在候选人中抽签选举。在此

以前,雅典并没有制度化的官员选举程序,官员的任免权操纵在贵族议会手中,有效保证了贵

族对官职的垄断。”〔25〕通过公元前395年审判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可以知道当时正

是通过投票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得出判决结果。〔26〕

恰与进入立法时代和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法律化的进程相应,哲学在公元前6-5世纪兴

起,并迅速蔓延至几乎整个希腊文化圈,而且在随后不久的公元前5-4世纪出现了智者学派

(Sophists)。〔27〕二者均可视为古希腊文化从人神交争时代迈向人本时代的标志。至此以后

人开始自己为自己设置组织方式、行为规则,进而也波及价值标准、知识体系建构。藉此人们

不再对神惟命是从,不复仰仗神命获得唯一的行为准则与方案。与之相应,投票可以视为人类

自己决定自己的典型标志。因为通过投票获得的结果不再是神意,而是人之意志的表达。而

投票当然要以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为参与者所认同作为前提。
当然,这个机制成立还需要一个前提,即“理性”。人们不使用可能遭致两败俱伤的决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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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邦纳等,见前注〔18〕,第32页。参考AristotleAth.Pol.III.5.
要注意,荷马时代要比《荷马史诗》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晚了二三百年。在此期间人神之争仍在持

续,并且人类表现得越发强势。
邦纳等,见前注〔18〕,第82-83页。
根据《伊利亚特》中的一段记载(Hom.IL.18.479-508),崔丽娜推论“荷马时代已经有了多数参

与决定的风俗。在史诗中,欢呼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曾多次出现,可能每位长老陈述自己的意见后,民众

以欢呼作出回应”。(崔丽娜,见前注〔16〕,第17页。)不过崔氏对《伊利亚特》中这段记载的解读颇有问题,所
以结论也并不可靠,在此仅列出以备考。

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2-94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崔丽娜,见前注〔16〕,第27页。
参见祝宏俊:“斯巴达元老院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第29页。
古希腊早期思想概况,参见(法)让-皮耶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58页;JamesLuchte,EarlyGreekThought:BeforetheDawn,New
York:ContinuumInternationalPublishingGroup,2011,pp.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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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讨论和投票,无疑是理性权衡起了决定性作用。〔28〕所以,我们可以把投票理解为武力决

斗的理性形态。而少数服从多数作为投票决策的核心内涵,又是决斗所贯注的“英雄”主义的

变形。无论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还是武力决斗,力能都是关键。于是,少数服从多数机制

预置的前提其实可以表述为:多数的力量大于少数,意味着多数派必将赢得那场假若退回到非

理性的状态的“决斗”。由于人的理性化程度提升,所以采取了文明的方式来避免了武力决斗,
而那力能较量其实只是形式转化了而已。

尽管从神定走向人化势不可挡,但是古希腊人始终需要为人的作为寻求合理性的依据,而
这个依据必需以神认同为基点。〔29〕这与启蒙时代以后任何理论、观念乃至作为都需要逻辑

层面的合理性支撑貌离神合,其根源在于对人之有限性的自觉。但是古希腊时人对神尚且保

有信仰与敬畏,也可以说是把世界上存在着绝对真理作为当然前提。所以立法时代以后,最常

见的制度设计是少数服从多数与抽签并用。
柏拉图说:“平等和放纵总是在违反一种绝对完善的正义的统治。事实上,就是由于这个

原因,我们必须使用某些抽签的平等来避免民众的不满,尽管当人们用这种办法处理最正义的

事情时应当祈求神的保佑和好运的指点。”(PlatoLaws.VI.757E)〔30〕可见在古希腊后期的观

念世界,抽签仍具有当然合理性。特别是与神相关的事务,所以“对祭司来说,我们必须让神按

他自己的意愿行事,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祭司的人选。”(PlatoLaws.759C)〔31〕此外,对于良好

政体之一的迦太基政制与斯巴达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说到:“另一些措施与此相反而符合于[当
初立法者的]尚贤精神:他们的执政人员不支薪给,也不用抽签(拈阄)方法进行复选。”(Aris-
totlePol.II.11.1273a15)〔32〕按此,亚里士多德把不抽签(拈阄)而仅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结

果与“尚贤精神”联系起来,〔33〕说明在当时人眼中,抽签更有神的时代的印记,而少数服从多

数的选举则彰显了对自己的决定能力。不过在当时,无论投票还是抽签都仍被看作是具有当

然合理性结果的产生方式,例如说“一个城邦的各部分应该各以相等的人数参加议事机构,各
部分的代表产生则可凭借选举方法,也可采取抽签方法。”(AristotlePol.IV.14.1298b

25)〔34〕以“自由”为宗旨的平民政体在行政方面“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职官的任用

制度;又有全体挨次进行统治,也挨次被统治的安排;又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至少是那

些无需经验和专长的政治机构可以凭抽签轮番参加。”(AristotlePol.VI.2.1317b15)〔3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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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35〕

当然,政治权力干预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参见邦纳等,见前注〔18〕,第49-56页。
哲学出现以后,古希腊思想者们一直试图在“神意—祖制”之外为理解建立新的合理性基础———自

然。但至少在泛希腊化时代之前,这种理论创建并没有获得俗众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对政治权力运行产生的

影响也有限。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第91页。

(古希腊)柏拉图:《法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册),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同上注,第515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0页。
亚氏还强调说“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

性质。”(AristotlePol.IV.9.1294b5)同上注,第201页。
亚里士多德,见前注〔32〕,第219页。
亚里士多德,见前注〔32〕,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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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举还是抽签在合理性、合法性上都没有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世俗事务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上是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抽签逐渐成为了一

种展示神圣性和公平的修饰。选举制中先确定候选人而后在人定的候选人中抽签获得最终结

果,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制广泛推行,也标志着人在与神争斗中获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这场胜利保留下了作为终极合理性标志的神和作为英雄孑遗的力能主

义,即少数服从多数。当然理性成了主导,却也不妨碍其间始终贯注着英雄的“精神”。
抽签与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混用,至少说明神—人之间的关联依稀尚存。这一方面意味着

人在某些时候仍旧受制于神,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尚未完全自绝于绝对、真理。或者说,这个时

期的绝大部分人并不认为可以单单基于自己的智识完全认识和把握真理,同时又认同确有绝

对性的真理存在且为神所掌握。所以我们既可以看到智者们穷极智能以彰显人的意义、价值

与主导性,也不难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何以倾慕“洞穴”之外的世界。
事实证明,完全排斥神和对绝对真理的敬畏,纯粹将决策寄望于人的意志与力能,最终难

免会导向暴政式的变态民主制。德拉古立法之后渐渐制度化的陶片放逐法被滥用,便是古希

腊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及其精神内质的极致体现,也是多数人暴政的最真实写照。从公元前

406年判处十将军死刑事件到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36〕以及雅典民众事后表现出

的追悔莫及,无不反映出完全依赖人的判断作出决策的机制在合理性和正当性上何其脆弱。
也可因此看出,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与民主制一样,在古希腊哲人眼中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

性。
只有到了真理相对化,神—人关系完全转变为人类中心主义之后,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方有

可能在理论上获得单独成立的合理性论证。而这些,是千年之后启蒙与大革命的产物。
(三)启蒙、大革命与“多数”合理化

了解了古希腊人神之争与少数服从多数兴起之间的关联后,还需要追问,作为人神之争胜

出者的人类,在决定自己的事务时就必得以少数服从多数为标准吗? 曾经广泛存在推选制的

事实已经提供了否定的答案。将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观念中打上“必然”“当然”印记,为之建

立起完全抛弃神圣的正当性基础,始自更加彻底的“人化”运动———启蒙,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革

命和“民主”化。
正如芬利(M.L.Finley)所言:

“民主”和“民主的”在20世纪已经变成了暗示对其所描述的社会或制度表示赞成的

词汇。……“民主”一词被机械地用来“暗示对其所描述之社会或制度的赞成”,这在过去

往往不是事实。在古代,“民主”也是同样具有暗示意义的一个词,很多作者用它来表示强

烈的反对态度。后来这个词从流行词汇中消失了,直到18世纪它才作为一个贬义词,蹑
手蹑脚地重新归来。“即使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哲学领域,也极少有人在任何实践中从积

极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词”。……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引发了19世纪关于民主制

的大辩论。这场辩论最终以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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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苏格拉底受到审判的投票细节,参见(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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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宣称开国者从未打算实行民主制,而打算实行共和制,这些声音无论是在过去

还是现在都影响甚微,无足轻重。〔37〕

与这个过程相契合,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成为获得决意的充要条件,或者说“多数”与公意、
道德、价值的耦合,大体上由启蒙思想家肇端,而为大革命所成就。

自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西方世界继古希腊智者时代之后又一次掀起了反神的热潮。这

次被放逐的不仅仅是自然神和人格神、中世纪的神权、教会,更是包括了义理神和绝对真

理。〔38〕由此“超验性观念在神的审判与人的审判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对

正义的需要与上帝对正义的安排从此不能再被相提并论,世人不可能再将二者相结合。”〔39〕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人们开始宣称人生而自由,人
是目的,人是主宰,人可以基于自己的认识为自己定立价值标准和法律,当这些命题被“常识

化”之后,革命、民主化这些重塑权力模式与生活方式的诉求随之而来。少数服从多数正是随

着这个潮流被塑造成了当然合理的决策机制。
诚然,我们不应忽视传统与习惯的影响。自古希腊以后,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

洲,少数服从多数从未间断。〔40〕但是它没有被反思,因为这种源于习惯的辅助性决策机制在

这一长段岁月中,从来不曾超越神和王权而起到决定性作用。它的存续,与力能主义深植于文

化基因一样被西方文化习以为常。然而,当少数服从多数伴随着民主化走向前台,由辅助性转

变为主导性机制的时候,合理性的问题就无法回避了。少数—多数之辩,其实就是民主制,甚
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正当性问题。

首节中谈到的卢梭的自问自答,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而就像卢梭一样,最初人

们尝试用理性为基于少数服从多数产生的“公意”、民主建立正当性、合理性基础,但始终

无法获致圆融自洽的论证。赋予“多数”以道德、价值内涵代表了主流解释方案。例如爱

尔维修的看法可以总结为:“正义的行为是指对更多的人所做的有益行为。因此,也可以

这么说,道德乃是由大多数人的利益组成。大多数人即体现着正义。”“为什么在很长时

间里代表少数利益的极少数人———当然是不道德地———操纵了大多数人呢? 那是因为无

知和误导的影响。”〔41〕

而从大革命时代开始,参与投票者的“全体”性偷换了一致同意而成为投票结果合

理、合法 的 基 础,即 所 谓 人 民 主 权。例 如“英 国 的 雅 各 宾 党 的 领 袖 霍 恩·托 克(Home
Tooke)1794年在法庭上坚持阐述自己的关于政体的观点:他们的目标是在公民普选的

·7411·

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合理性基础

〔37〕

〔38〕

〔39〕

〔40〕

〔41〕

(英)M·L·芬利:《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郭小凌、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10页。
关于自然神、人格神、义理神的分判,参见江山:《自然神论》,台湾世界宗教博物馆发展基金会附设

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162、225-240、257-526页。
(法)罗伯特·雅各布:《上天·审判———中国与欧洲司法观念历史的初步比较》,李滨译,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古罗马的库里亚会议、百人团大会、民众大会,中世纪日耳曼的Thing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法院都

在运用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概括参见张雪纯:《合议制裁判研究———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50-65页。

(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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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议会要排除政党,每年举行投票选举,来体现全体一致的政体的特征。”〔42〕这个

“全体”取代了“一致同意”成为了民主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核心。〔43〕全体不能一致同意,
恰好体现了个体意志及其表达的“自由”;而造就“公意”的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又以近似强

制压服的方式消解了少数人的自由意志,这无疑是现代西方民主制无法解决的理论困

局。而这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体制之所以能够被观念接受为“合理”,实质上与西方文化传

统根植于力能主义并对之保有最深层次的认同有关。
然而此时思想界似乎是在有意回避其中力能至上的内质,因为这时人们仍旧相信理性足

以通达真理。或者说人们仍对尽管已经被放逐于彼岸的真理的“理念”难以释怀。不过在实践

中,大革命与政治民主化的成功源自多数人的力量其实已经无需通过学理证明,虽说多数人的

暴政继雅典民主之后又一次成为了问题。通常认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1835年出版的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当然在此之前亚当斯(John
Adams)、麦迪逊(JamesMadison)等人已经看到了其中的问题。〔44〕在托克维尔看来:“‘人民

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但我又相信,一切权

力的根源却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一项通行的法律,在一个国家,要由人民的多数来制定

和最后采纳;而在全世界,则要由全人类的多数来制定和最后采纳。这样的法律才是公道的法

律。”他也意识到“公道就为每个国家的权利划定了界限。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陪审团,它受权

代表整个社会和主持公道,而公道就是国家的法律。”〔45〕托克维尔论说中的态度,代表了当时

主流思想的倾向。
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很少有人再去质疑民主的前提,或者彻底否定它的合理性,

而大多将目光转向问题本身以及解决方案。他们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对待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暴

政化的可能。毕竟民主以及与之相伴的少数服从多数,是数百年来西方世界苦苦追寻而得成

就的“人是目的”的战利品和象征。这是人与神权、君权乃至神本身这些外在决定者斗争的需

要。斗争过后,当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伴的民主、自由并及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常识化,曾经困

扰思想界的正当性问题方始获得了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时人们已经不再非得在绝对真理与

世俗的价值、行为、制度之间寻求契合,甚至绝大多数人已经和放逐神一样抛弃了绝对真理。
所有的价值问题都可以二元化,而最终的决定权完全在人那里。于是,力能至上自英雄时代以

后又一次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托克维尔已经开诚布公地说到“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

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46〕而边沁(Jeremy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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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同上注,第51页。
当代对民主的讨论大多接受了普选作为必要基础这个前提,其实就是上述偷换结果的表征之

一。学者们旋即陷入了对大多数人政治冷漠这个由于“全体”作为不恰当前提而必然引发的现象的反

思,(例如(美)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而忽略了

“全体”作为合理性基础的问题。当然,更多“主流”学者的兴趣早已不在乎理论本身是否自洽,而将注意

力转到了发现经验世界的问题和提供应对方案上。
例见(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51页。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2-313页。
同上注,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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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m)与密尔(JohnStuartMill)功利主义论调引起广泛响应甚至主流化。这一方面表明义

理、道德、价值层面的理论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另一方面也将始终隐藏在观念深层的力能主义

推向了前台。几乎与此同时,合法性取代正当性、实证经验取代价值探讨的风气已经蔓延于整

个西方思想界。分析实证主义和奥斯丁(JohnAustin)式法理学的自我划界便是典型例证。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让少数服从多数成为了人们观念中的“当然”。

(四)小结:反思与批判

通过以上诸节的论述可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人类的决策机制,脱生于人神交争时代。从

以往以神意为基础的抽签过渡到少数服从多数与抽签并用,甚至单独使用,实为人类逐渐摆脱

神的控制,以理性、力能为基础建立起主导地位的表征。而少数服从多数作为决策机制背后的

理据,一则是人之理性彰显,由此人们可以通过理智的方法寻求决断,而非一味问神,或者使用

极有可能两败俱伤的决斗。二则是英雄—力能主义传统,这就使得具有潜在力能优势的“多
数”主导决策被认同获得了可能。

启蒙—大革命时代,理性的“再度觉醒”表现出更强的主宰意愿,而将义理神和绝对真理一

并放逐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随着民主制一道被视为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自我主宰、自我决定、
自我实现的标志和保障。此时人们一度尝试基于理性、道德甚至自然来论证少数服从多数的

合理性,但以卢梭为代表的这类理论创建大凡难以自足。不过由于这个机制本身业已经由大

革命成为人神之争和理性人自立的胜利果实,并在制度层面合法化、常态化,学理讨论也逐渐

从对其合理性建构的努力转而关注如何通过完善机制解决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功利主义、实
证主义和经验论的崛起,又使曾经被理性主义者“藏匿”起来的力能质素以功利计算的方式出

现在了前台。至此而后,少数服从多数无论在理论上、事实中还是一般人的观念里,都渐次获

得了“当然”的地位。

三、众意与独断:理解中国古代之阙如

(一)从钱穆之论和一般性误解说起

中国古代是否有类似西方的民主制、民主观念,以及是否施行过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呢? 毫无

疑问这是一组近代以后方始出现的追问。尽管古语中也有“民主”一词,但内涵与清末译自西语

democracy的“民主”迥异。例如《尚书·多方》中“天惟时求民主”“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诞
作民主”等,〔47〕均作“民之主”解,意指天子而言。也有诸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国卿,君之贰

也,民之主也”〔48〕的表述,是可知先秦以来人们惯于将“牧民”者,即政权掌握者和社会治理者视

为“民主”。学界对东西方语义之差已有共识,且大抵只以西学语义为本进行研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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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6、462、463页。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0页。
西语“民主”传入中国及被接受、理解的过程,参见方维规:“东西洋考‘自主之理’———19世纪‘议会’、

‘民主’、‘共和’等西方概念之中译、嬗变与使用”,《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第257-276页;孙大坤:“十九世纪

中国对于‘民主’概念的接受”,《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398-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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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安乐哲(RogerT.Ames)这样的西方学者以近乎格义的方式作出“中国在许多方面更

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的民主理想”〔50〕之类不经之论,尚且有情可原。毕竟他们坚守着自己的

文化立场,对中国传统缺乏认同,更愿意带着一种优势心理和上位姿态来品评把玩。而自晚清

民国以降,中国知识界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意愿,学者们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寻觅、发掘乃

至想象出零星的西式民主质素而各显神通,大有不将中国文化带入西式现代化誓不罢休的态

势。对于“国故”,无论是拿着西方学理、价值标准来度量、裁剪、拼接、否弃的激进派,还是重释

传统以发掘、弘扬故旧中的现代萌芽者,看似有革命、改良立场之分,实则根质上都不乏对西方

的倾慕与对传统的不自信。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向格义”式曲解之所以出现,更近乎不愿“为
长者折枝”而非不能“挟太山以超北海”(《孟子·梁惠王上》)。此中隐含的复杂心理、情感背景

颇为令人唏嘘。暂且抛开对其目的的臧否,但就效果而言则确对后人多有误导。
近现代学者中,钱穆先生为今人目之为国学大师、史学家云云。相比较于同时代的知识分

子和思想风尚,他无疑更加具有中学立场,而与崇洋、西化主张无涉。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位以

恢弘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学者,也难免于在不经意间受到时代熏染而做出误判。这里我们

不妨就从分析他的一段论说入手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少数服从多数之阙如及其背后的道理。
钱穆曾在其名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误引栾武子之言而论曰: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

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
    

”之说(见《左传》)。
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

     
。贤属质,众属量,中

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
    

。不贤而仅凭数量,是
无足轻重的。〔51〕

这段不长的文字涉及了很多层次的问题。其一,说到传统中国在一般情况下决策取决于

贤人,不同于西方,诚是。其二,钱氏论述中已在不经意间把少数服从多数机制视为“民主精

神”的表征。这表明他受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关于民主的通识的影响。〔52〕其三,以为

“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也不无道理。但说“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
则很明显是拿着西方“公意”即政权的现代“民主精神”来解释中国古代为何尚贤胜过从众。实

际上,贤所以能主导决策,要在其较之一般俗众更加“明理”和“体善”。贤者之见根本无需通过

“代表多数”来获合理性。其四,他将“善钧从众”之“善”误引作“贤”,则不免将对《左传》文本理

解的层次拉低了。毕竟“善”可通于“体”,而“贤”只是“体善”的外化表征而已。还有其五,将
“从众”解释为“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更是完全误读了《左传》原文,更误解了传

统中国之“众”在决策中的功能定位。
我们自然应该排除钱先生别有用心地故意错引文本的可能,那么除了对原文记忆出错这

个表面上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诱因造成他误将“善”引作“贤”,且又把“贤均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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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美)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94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这种影响有可能直接来自于西学论著,也可能来自于当时中国学者的引介,这一点对本文所论不

甚重要。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视为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呢? 我想其中至少隐含了两重因素:一是传统文化中“贤”必以“善”为
内质,因此两个词在内涵上颇有相通处;二是处于西方文化强势扩张的环境下,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从违抉择”的当然方式已经被知识界习以为常。所以人们不经意间就已把这种“当然”强
行附着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进而造成了对近似表述的误读。而这后一点,乃是“以西释中”
最为深层次的表现,就连钱穆这般被尊为国学大师的人物,亦难免置身其外,无疑是今人理解

中国传统时极难又亟需规避者。
(二)从众与决疑

上节近乎唐突地指出了钱穆关于“贤均从众”解说有误,想必远不足以令人信服。下面试

从钱氏所引文本入手,对中国古代的“从众”作一考辨。
钱引栾武子之言本自《左传》成公六年: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 子为大

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
‘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
从之,不亦可乎?”〔53〕

这段话大意是说,栾武子有辅臣十一人,其中三人不愿开战,另外八人则主战。于是当时

有论者欲以“众”欲战为当战的理由。看起来这颇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味道。而栾武子的答复则

恰好相反,他认为“善”较之“众”更为重要,故为“主”。从字面上解释,“善钧从众”无非是说当

诸人均善之时,则“从众”。看起来这与钱穆的解释差异并不太大。若是,则为何说钱氏理解有

谬误呢? 问题的关键出在钱穆将“众”意看做了从违抉择的决定性要素,而忽视了栾武子所扮

演的角色。仅从所引的对话即可知悉,无论众意如何,战与不战最终都由作为主帅的栾武子决

定。作为“独断”者的栾武子,乃是唯一的决策者。或者说,当时的决策机制应是“独断”,众意

充其量只是独断者众多的参考因素中较为重要的一项。
向栾武子进言者引述了《商书》“三人占,从二人”,出自《洪范》篇,今本《尚书》收录于《周

书》中。这个表述同样被不少现代学者看作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证据,如刘起

釪云:“三人占卜的结果不一样,就其多数,听取其中二人的占卜结果”,〔54〕这与钱穆之误相

似,大抵缘于受到了近代以来少数服从多数当然化的影响。有鉴于这段表述本身颇具“迷惑

性”,同时又对理解中国传统决策、决疑机制颇为重要,故在此有必要详加考论。
《尚书·洪范》“九畴”之七曰: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

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

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
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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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洪亮吉,见前注〔48〕,第454页。
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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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55〕

以上诸句谈的是卜筮的技术方法,并与传至后代的龟重筮轻,以为“蓍短龟长”(《左传》僖
公四年)的传统相一致。而“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与《金縢》篇中“乃卜三龟”
和《仪礼·士丧礼》卜葬占者三人相同,故三人行占应该是自夏以后始终为成例。

文中“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大意是说决疑之时用龟卜蓍草占法,用三人

按照三种不同的方法占卜,取其中两人的占验结果为用。如孔颖达《疏》云“三人占之,若其所

占不同,而其善钧者,则从二人之言。”〔56〕注意,这是在对决策没有疑义的前提下,用以为决策

提供神圣性支撑的占卜,因此强调“善钧”,也就是三人占验都是吉兆的情况下取其中两人的占

辞。郑玄注云“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从其多者,蓍龟之道幽微难明”,〔57〕也是在

这个“善钧”前提下立说。而有“大疑”时的决策则按照下文“谋及……”的复合机制产生。不过

其确为制度性决疑机制中引入“众议”的最早记载,因为卿士、庶人两众的意见已入被考虑之

列。于是可以获得一个决策表:

表格1《洪范》决策表

王 卿士 庶民 卜(龟) 筮(蓍) 决策结果

① 从 从 从 从 从 大同

② 从 逆 逆 从 从 吉

③ 逆 从 逆 从 从 吉

④ 逆 逆 从 从 从 吉

⑤ 从 逆 逆 从 从 作内吉作外凶

⑥ 从 从 从 逆 逆 用静吉用作凶

但须注意,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存在“从众”,即按少数服从多数机制获得决意的情况。
可见在决策机制中众议只是被参考项,而非用于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三)常态化的议、断两分制度

考诸史籍,传统中国从未出现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民主,也没有推行过

少数服从多数机制。〔58〕而以《洪范》所示模式的理路为主导,夏商时代以降始终遵行众意辅

成独断的决策机制,亦即议、断两分的制度。
在决策之前和过程中参考“众议”(或曰集议等)则源远流长。除了之前引述的《洪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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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孙星衍,见前注〔47〕,第310页。
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
孙星衍,见前注〔47〕,第312页。
仅有的例外出现在汉传佛教中,名曰“计筹”。即僧众发生争执(“诤”)时投票解决争端的机制。而

此一机制源自印度佛教,并非传统中国文化所孕育。参见潘明权:“佛教传统的现代身影”,《中国宗教》2014
年第2期,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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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之例,也数见诸《周礼》,〔59〕例如:
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

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

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周礼·秋官·乡士》)〔60〕

贾公彦《疏》云“此即朝众听之事。狱言‘断’,讼言‘弊’,弊亦断,异言耳。云‘群士司刑皆

在’者,所谓《吕刑》云‘师听五辞’,一也。恐专有滥,故众狱官共听之。云‘各丽其法’者,罪状

不同,附法有异,当如其罪状,各依其罪,不得滥出滥入,如此以议狱讼也。”汉儒所作的理想化

追述,也印证了《周礼》中的说法: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

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礼
记·王制》)〔61〕

据引文,众议成了为断狱的参考项,特别是在发生疑狱之时。但是最终得以判决和结案则

系诸主审者,而非众议可得决定。是如李交发所言,“西周开始,中国古代就更加重视判决前的

集议制度了,并且逐渐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62〕且他将传统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类分为“先
议后判制”“先判后议制”和“先议后判再议制”。〔63〕类似的制度安排徧见于西周以后的历朝

历代,不待穷举。帝制时代以后的典型者有秦汉时的谳狱、廷议、杂治,唐代的都堂集议制(唐
《狱官令》)、“徒以上刑名,长官同断案”(《唐律疏议》)的三司推事制、疑案异议制以及明清著名

的三司会审等等,〔64〕这些无不是有意识地通过制度设置形塑“众议”。
特别是自文王、周公以来,为了适应“以德配天”而证成天命在周,以“民本”为基础的德政

逐步固化于意识形态、制度、法律层面。与之相应,庶众之议,即“民意”被当作政治权力运行良

否的镜鉴,当然也成为了决策过程中重要的参考项。
然而,无论是众官僚之议论,还是平民庶众的“民意”,都只作为最终决策的辅成机制存在。

其作用也仅仅止于作为参考依据而已。也可以说,无论是哪个层次的“众议”都不能成为决策

的充要条件,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尚且不构成其必要条件。以众议比附民主者大有人在,例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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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周礼》的成书时代虽存疑,但考虑它的内容多为周制之旧已有定论,而又为后世制度设置(如《唐
六典》等)影响深远,故而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周礼》成书年代参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256页。《周礼》对后世制度设置的影响,例见王捷:“‘直诉’源
流通说辨正”,《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4-190页。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95-2797页。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1页。
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同上注,第178-190页。
与会审相关制度设置概况,可参见李交发,见前注〔62〕,第177-210页;张培田:《法的历程———中

国司法审判制度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0页。关于会审制度起源的诸种异说,参见谢冬慧:
“中国古代会审制度考析”,《政法论坛》2010年第4期,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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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廷议说成“皇权民主集中制”,〔65〕这类看法既曲解了西方话语中的“民主”,亦误判了中国

古代的众议、民意和决策机制。
至于最终的决策,整个传统中国仅有一种机制,即“独断”。《尚书·大禹谟》中舜的一段表

白,直接地反映了独断性的决策机制与决策者的心态: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舜的意思是先定“志”,也就是有了一个具有倾向性的判断,而后再询问众人,参考龟卜筮

占的结果,最后做出决断。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过传统中国司法审判中的“耦合机制”,与
所引述的这段文字在形成决策的机制上颇有一致性。〔66〕而《大禹谟》为后世上至天子,下至

一般知识人所崇奉、认可;以及与之同质的“耦合机制”为官方所持守,都可表明这种“先蔽志”
式独断机制在传统中国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至少到了孔子及其身后的时代,决策权由当位者旁落而下滑至下属、臣僚乃至民众手中,
势必为政制的变态且将罹受其害。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

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67〕

按此,立法权和决策权的归属,已然被看作关乎政权和统治合理性、正当性的关键因素。
这也同样可作为民意不具决策合法性、正当性的一个表征。

天下所有不明、不确、存疑之事的最终决策者,无疑是天子。至此而下,在科层制的官僚体

系中,每一层级、部门都秉行首长负责制,当然也同时意味着一切问题的最终决断权都属于该

衙门的首席官长。这种机制从天子一直下落到基层权力机构。
众议辅成独断决策的机制自先秦一直施行至清代,最典型地表现便是司法审判。诚如谢

冠生云:“中国古代司法组织,与其谓以行政官兼理司法,毋宁谓以司法官兼理行政之更切实

际”,〔68〕故可以清代县官之审判管窥其决策机制。清代县官为基层地方官,“治事时,必须受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事例》《六部处分则例》等拘束”,〔69〕甚至到了“被行政法典所统治”〔70〕

的程度。因此法律对县官权责的规定既清晰明确又极近严苛。以此为背景,县官在审理案件

时,无论过程中是否有幕僚参议,均以独断形式作出“堂断”,即当堂判决。例如堂断写作“本县

念其贫,给银五两,着三奇等自行埋葬,其移尸之罪,姑以母死免究。至张忠始以吝麦生嫌,张
信继以口角益衅,均未讲于睦邻之道也,薄责逐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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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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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参见李平:“传统中国审判机制的法理与道理———从刘锡彤断杨乃武小白菜案说起”,《法制与社会

发展》2017年第4期,第135-151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1页。
谢冠生:“中国司法制度概述”,载《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二)》,转引自那思路:《清代州县衙

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那思路:《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黄六鸿:《福惠全书》,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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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传统中国无论是政治决策还是司法审判,都呈现众(多人)议(多次)与独断并

用,且议、断两分状态。
(四)独断之“理”:一“理”与万“殊”
基于上两节所论,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众议、众意在传统中国始终只能作为参考项,

而无法获得决定权? 又为什么“独断”机制始终被崇奉和遵行? 这仅仅用通常人们最不假思索

便可作出的“古代中国是集权国家”足以解释吗? 而且,中国式的众议与独断,恰好与西方强调

“公意”的少数服从多数式决断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就需要探究,为何传统中国没有用公意

作为合理性依据需求,也没有形成少数服从多数机制? 这与以往常为学界关于传统中国为什

么没有走向民主之问正可谓貌离实合。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首先自当从理解传统中国“众
议”而“独断”机制的背后的“道理”入手。

在说解其中的道理之先,有必要强调: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无论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存否、
原因,还是其他种种特异于西方文化之处,最重要者莫过于把握其之所以如此的道理,理解其

自成一格的机理。无论是以“以西释中”还是“是今非古”的立场简单予以批判,都不足以达至

真正的理解。
中国文化自上古以来同样经历了自神而人的过渡。然而检阅早期文献不难发现,较之西

方典籍,中国只有古史传说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亦无与之相应的载体———史诗。另外,缺
少人格神、英雄等等现象,早已为学者们所熟知。于是今人只看到从自然神经由知识精英过渡

到政治社会的早期历程。古人眼中的“三皇”们就是典型的技术知识精英。其中包括了熟谙治

金、土之术的女娲,治草木土谷的神农,掌握用火的燧人、祝融,能运用土木以建筑的有巢氏等

等。他们一面充当神人之间的中介,一面也掌管着人间的治权,所以被后世称为“皇”,有人王

的味道。〔72〕技术知识与自然神之间的当然联系使得这些技术知识掌握者和他们的治权具有

天然的神性。这便是“天人合一”的最早形态。〔73〕此时仅有一种决策机制,就是独断。只不

过独断看似通过人作出,实则是基于神意。做出决断的那些技术知识掌握者只是在充当神—
人之间的中介而已。无论是基于龟卜、筮占或其他技术方法,但凡经由治权掌握者发布的决议

其实在人们的观念中本就与神意无二。但是这个过程中,力能始终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像共工

怒触不周山这般的事迹,〔74〕非止是昙花一现,更被后来的正统文化目之为反动。〔75〕

此后由谁来主导发生了变化,即实际的决策者由神(天命)转而变为人。这与黄帝开创政

治社会的“人为”举措有关,且在五帝及其后的时代渐次强化。〔76〕《尚书·尧典》中关于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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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75〕

〔76〕

女娲、神农、燧人等等名号,大抵可视为特定部族首领的称谓,同时这个首领位置又通常在一个家

族内传续,因此也有神农氏、燧人氏之称。
关于三皇时代的自然神、技术知识与治权,参见李平:“作为中央集权化立法的《禹贡》”,《厦门大学

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21页;李平:“中华法系的道统与术统之代兴”,《中国法治文化》2016年第2
期,第22-25页。

据《列子·汤问》:“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

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页。)
形成这一状态的原因非常复杂,篇幅所限,在此不复详细论述。
参见李平:“‘天下’缘起考”,载《先秦法思想史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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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对象的一长段记载,〔77〕表明五帝时代末期众议辅成独断的决策机制大体成型。此后大

体呈现出人神公断而以人为主的局面,人作出独断后通过祭祀告神的五帝、西周模式和人求神

意合于心志再行独断的夏商模式,其实差异只在于对神意的看重程度不同。柳宗元《封建论》
云“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

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78〕其中强调“智而明”,一则表明不重力能,二则

表征决策者所以能为决策,要在明理知道。
前引《洪范》“稽疑”一畴,恰好是反映了过渡期的状态:一则人从神意。虽然在稽疑时有五

项要考虑,但实际上五者的重要程度并不相等。并且,“以龟筮为重”“人一从而龟筮不违者亦

吉”“只要是龟和筮都是吉的,那就不论君主、卿士、庶民的动向如何,总之都是吉。只要是龟和

筮都是不吉的,那就不论君主、卿士、庶民动向如何,总之也是不吉”。这与后世疑则卜,不疑则

不卜的宗周文化传统迥异。顺守神意是持阴本立场的技术传统长久以来奉持的行事方式。二

则庶民的意见成为政权决策的一环。以往(如在《尚书·虞夏书》各篇中)只考虑民生问题,而
至此开始计率民意。不过夏商两代的重要决策过程中,神意仍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从殷

墟数以十万计的卜骨和刻辞中反映出商王近乎每事问卜的状况可见一斑。
到了商周之际,周人翦商获致成功终须赖武力来毕其功于一役,但无论谋始的太王、王季,

还是作成的文王、武王,以及主导战后意识形态和制度建构的周公,都在有意识地弱化力能在

革命过程中的功能和意义,而强调商周之际的天命流转的关键在于周人能够“以德配天”。周

人说此“德”时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人为,即人通过主动地作为去参合天命。这与商人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79〕的观念恰好相反。并且,德政与天命、德政与民心

之间的关联,源自周人的“解释”而非神的启示。这也表明人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民

与天命之间自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再次建立起了直接关联。〔80〕民不再仅仅是“政”的对象,
同时也是“天命”和“德政”的表征与参验。与之相伴,到了西周以后,民意变得更为重要。但为

政权所看重的并非其背后的“力量”,而在于民意与天命之间的关联。要将“以德配天”树立为

正统,就必得建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81〕的观念。
然而民意虽可反映天意、表征天命,但却并不因此就意味着众议具有决断能力和正当性。

因为民从来就不被看作是能过认识真理并自觉体行者。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
语·泰伯篇》)〔82〕便基于此。传统中国思想界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强调“天人合一”和
“理一分殊”。认识真理(“道”)的能力和体行道的状态(“德”),而非数量优势始终是决策的必

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前引钱穆“贤均从众”和“重质不重量”的论断均可成立。也正是因此,
所以民意、众议始终没有转化成“公意”,合法性也从未曾取代与天命、天理相贯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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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参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8页。
柳宗元:“封建论”,载《唐宋八大家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91页。
孔颖达,见前注〔77〕,第384页。
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见诸《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等早期文献。质言之此举乃是以此重

整神人关系以图塑造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立法行为。对此学界已有共识,无需赘述。
孔颖达,见前注〔77〕,第412页。
刘宝楠,见前注〔67〕,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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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东周以降,孔子和之后的儒生们把秉承宗周官方的“天命—王政—民心”关系构架和

德政,且恩德之德改造为伦理之德,由此推演出内圣外王,心、身、家、国、天下一以贯之的政治

理论。与此同时,无论是老学、黄老道法家还是墨家、法家,都将天下一“理”和天人相贯作为当

然的理论前提,而将讨论重点落在何以通过人域的作为,特别是政治作为去实现与此“道理”和
合的状态。此期间,通过解释与人为,寻求人文化成而致天下合道,亦为诸子之论所共。

此间,政权、天子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是它的正当性基础由原本仅仅对神负

责,充当代天巡狩之职转变为上承天命,下牧民生的复合角色。所以凌驾在万民之上的统治者

一方面是天的代理人,即天子。并且,基于天下一“理”的观念前提,作为天命代言人的天子自

然也是天意的掌管者,这无疑意味着他是人间最明理之人。后来儒生又为之叠加上了伦理要

求,使之同时还为道德表率。作为最明理、最有德,同时掌管最高政治权力的天子,相较于无论

知、德、位都在其下的官僚、庶众,何者作出的决策更为正当、合理,是可一目了然了。
另一方面天子又是人世间一切行为、事务的主导者和责任人。因而就可见到“予一人至天

之罚”(《尚书·汤誓》)〔83〕的独断权力和“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尚书·汤诰》)〔84〕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二者合而为一的天子角色。表征在天子身上的位、德、
知、责合一,同样也可向下推展到整个政治体制和官僚体系中。由此,无论在哪个层次的决策

中,始终都以首长负责制为常态。同时“天人合一”的观念前提意味着人与神之间的关联从未

完全断绝,甚至“天”自始至终都是名义上的最终决策者。这种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就解释

了为何需要,而且必须是“独断”作为最后的决策机制。此中含有两层意蕴:其一是天人一致作

为终极合理。其二是决策权力等于政治责任。于是天子之为予一人,百官之为父母官,意味着

他们是指导者、明理者、独断决策者,更是天下(治下)一切政治、社会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四、结 语

至此我们已可明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所以成立且为人们日用而不知,自有其合理性。然

而它的合理性并不“当然”,而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可说是由之形塑出来的“理”所支撑。这

个“理”浸透着自古以来崇尚力能的英雄式情怀与只重人为的现代人本主义立场,而以世间再

无一以贯之的天理、道理为前提。由此,隐含着力能主义的“公意”(民意)成为了真理相对化世

界中唯一可得的正当决策产生方式。民主制的合理化,同样基于这个前提。
相形之下,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从未产生完全意义上的人神两分格局。尽管人为同样占据

主导,但始终不以人之自我成就为目的,相反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理分殊,共循一道。政治社

会被看作是人类参与宇宙秩序并使之有序和谐的基本方式,故此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一面须是

较之俗众更为“明理”者,一面又是一切政治行为,乃至其治下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只有“独断”
式决策,方才能够与之相匹配。而由于早已建立起的“天听自我民听”式天—民关联模式,因
此,“众议”又成为决策中必需考虑的因素。是故整个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大体上遵循众议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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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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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见前注〔77〕,第285页。
孔颖达,见前注〔77〕,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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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的决策机制。
理解东西方决策机制,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差异最应坚守的立场在于,应理解到二者但有

殊理而无高下之分。以理解东西方决策机制的不同状态,以及背后的机理为基础,再来审视当

下中国立法、司法中的决策,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似乎会产生与以往单纯基

于西学背景完全不同的理解。过去人们一直尝试以西方的民主理论来为中国式的民主集中制

提供解释和支撑,但遭遇到的困境与时至今日国人归于西式民主的理解和认同状况堪忧恰好

两相呼应。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学者们大凡将现代西方式的民主目之为“普
适”原则,而忽略了它本就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偶然性的状

态。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便极易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为当然。二是以往人们对传统文化既

缺乏自信,也很少循着它自身的脉理去深入理解。最常见的做法是拿着舶自西方的学理、价值

加以品评和批判。而在政治实践中,诸如民主集中制,还有如信访、户籍制度设置,以及权力运

行机制,确与传统文化具有紧密的传承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的隔阂,造成了当下法律、政治理

论批判多且易,建构少而难的尴尬局面。
这篇文章以比较的方式呈现西方少数服从多数机制“当然”化进程中的义理内涵,以及传

统中国与之迥异的众议定位和独断机制背后的机理,期许对日后针对中国现实的法理学、政治

学的研讨,以及相关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些许思路和方法上的助益。

Abstract:“Theminorityissubordinatetothemajority”iswidelyusedinlegislative,judicial,politi-
caldecisionsanddailylife.Itsrationalityseemsunquestionable.Butthis“consensus”isdoubtful.The
mechanismof“theminorityissubordinatetothemajority”canbetracedbacktoancientGreece.Itwas
bornintheactivitiesoflotteryandduelandconcomitantwiththehumanisticinlateAncientGreece,

whichcouldbelabeledasaflagofhuman’svictoryintheprocessofitsstrugglewithgod.Totheageof
EnlightenmentandEuropeanRevolution,itcompletelyroseoutofgod,anditsrationalityappearedtobe
foundedon“publicwill”.However,thetruebasiswasactuallyon“force”.Therefore,theexplanationof
rationalismisnotself-consistentandhavetobaseitsrationalityoneffects.Ontheotherhand,chinese
traditionalcultureneverraisesthe“theminorityissubordinatetothemajority”,butrecognizes“dictator-
ship”asthenorm.While“dictatorship”issupplementedwith“themajorityopinion”and“themajority
comment”.Ononeside,thechinesemechanismisrelatedtotheemphasison“LiYiFenShu”andSage
-King;andontheotherside,itisbasedonthestressofdecision-makers’responsibility.Thechinese
understandingismoreappropritetoapprovetherationalityof“theminorityissubordinatetothemajori-
ty”thanwesterndemocratictheory.

KeyWords:TheMinorityisSubordinatetotheMajority;Rationality;Force;God;Dicta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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